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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家庭低碳消费研究新进展＊

邓慧慧　王浩楠

摘要：如何从微观层面引导居民低碳消费、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
问题。建立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的低碳政策由于对微观主体的关注不足，效果不佳。行为经济学
的发展从心理和认知角度解释了家庭低碳消费行为的非理性特征和遵同性特征，并证实了这些行
为特征如何影响家庭低碳消费。基于启发、时间贴现、损失厌恶、现状偏见以及遵同等心理以及行
为特征，一大批西方学者设计了不同的政策干预措施并进行实证效果评估。研究发现，引入能源标
签、重构信息呈现方式、提供规范性信息反馈以及提升个人教育和能源素养等“助推”式政策，都能
有效缩减能效差距，培养低碳消费行为习惯。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家庭低碳消费推进政策在不影
响消费者选择自由的前提下，运用其行为和心理特征、矫正和干预消费者行为，为我国家庭低碳消
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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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带来了能源消费的增加。据国际能源署（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ＩＥＡ）公布，２０１７年全球能源需求总量增加了１．９％，达到２０１０年以来最高
年增长率，其中，家庭能耗支出占比逐年增加，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增速逐渐超过工业领域①。因
此，从家庭和个人微观层面降低碳排放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研究范
式上的低碳政策大都依赖于价格调控、新能源补贴等宏观财政政策，对微观主体行为决策的差异性、
特殊性关注较少，在解决市场失灵和消费者行为异象等问题方面作用有限（Ｇ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１４）。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融入经济分析，从微观角度回答了“消费者为何表
现出非理性行为”以及“非理性行为如何导致了能效差距和能源浪费”两个问题，填补了这部分空白，
为家庭低碳消费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行为基础和解决方案。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者是“理性人”，这一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非常苛刻。研究发现，能源消费
者特别是家庭成员由于认知有限、自控力低下和简单决策倾向，表现出一系列非理性行为并由此导
致了次优结果（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众多学者指出，这些背离经济学假设的行为偏差在现有的政
策框架下造成了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以及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使得理论上能够满足理性消费者自
身效用最大化的能源消费量和现实中观察到的能源消费量之间出现差距，并使用“能效差距”（ｅｎｅｒ－
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ｇａｐ）来形容这一现象（Ｇ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Ｐａｌｍｅｒ，２０１４）。Ｈｃｋ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进一步指出，
行为偏差通过家庭能耗品（如空调、电冰箱等）的投资和能耗行为习惯（如家电的使用）两个途径影响
能效差距的大小。因此，如何准确、深入地认识家庭在投资决策和消费习惯中展现出的行为特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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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行为偏差和改变消费者行为，已经成为低碳消费研究中的重大问题。

行为经济学从消费者思考模式、认知能力以及心理特征等角度切入，更贴合现实地解释了家庭
能源消费行为特征，并结合实验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证实了它们对家庭能效投资和能耗
行为的影响。建立在这些行为特征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家发现改变消费者决策环境、信息呈现方
式以及主动干预消费者行为等方法能够有效降低能源消费（Ｔｈａｌｅｒ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后续研究开
始设计行为校准式政策（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ｌｙ－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等非价格干预手段，并使用随机控制实验、合
成控制和双重差分等方法评估不同政策的效果。因此，在个体消费行为和政策实验框架视角下，分
析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特征与政策将成为未来能源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
展开。

二、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特征研究

家庭能源消费者由于受到外界信息和内在认知的共同影响，会展现出一系列具有心理基础的行
为特征。按照行为特征来源，它们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有限理性和社会互动：前者强调消费者受认
知、心理约束等个人因素影响会表现出的非理性行为；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等群体因素会
对消费者行为和偏好产生的影响。其中，有限理性主要解释了消费者行为的非理性特征以及态度－
行为、知识－行为和利益－行为间的矛盾（如消费者在认同并掌握节能知识的情况下依然不能做出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社会互动则解释了消费者行为向规范行为靠拢的遵同性（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特征，这一特征促进了新技术的扩散和传播，有利于缩减能效差距、促进低碳消费。
（一）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的提出在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提出者赫伯特·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Ｓｉｍｏｎ）

也因此获得了１９７８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Ｓｉｍｏｎ，１９５５）认为，除了外界客观约束（如预算、商品组
合），生物的生理和心理限制也对其行为产生了约束效应。此后，丹尼尔·卡尼曼（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阿莫斯·特沃斯基（Ａｍｏｓ　Ｔｖｅｒｓｋｙ）、理查德·塞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Ｔｈａｌｅｒ）等一大批著名心理学家和经济
学家纷纷投入到有限理性的研究中，并从多角度、多维度丰富了有限理性的概念，解释了行为背后的产
生机制。总的来看，有限理性视角下的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特征包括三类：启发式思考、时间贴现以及
损失厌恶和现状偏见。

１．启发式思考。启发式思考描述了人们在精力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面对复杂问题简单化决
策的行为倾向。启发分类众多、界线模糊，很难从个体的决策过程中单独分离出来，原因是决策过程
可能涉及一种或多种启发的运用、再运用和相互嵌套，在家庭能源消费领域也不例外。不过总的来
看，家庭能源消费者主要借助两种媒介进行启发式思考，进而造成系统性认知偏差，它们分别是信息
特征和主观感受。

（１）消费者借助信息的显著性和易得性特征，利用直觉判断或可得性启发加速决策，从而忽略了
产品其他信息，不能全面、客观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导致决策错误或行为偏差。此类启发主要影
响家庭能源消费者对能源产品的购买和使用这两个密切相关的过程。其一，消费者在能源产品的购
买上存在行为偏差。Ｔｕｒｒｅｎｔｉｎｅ　＆Ｋｕｒａｎｉ（２００７）走访美国加州５７个家庭发现，没有一个家庭系统
地计算过汽车的燃油费用，而是用直觉判断每月的加油费。Ａｌｌｃｏｔｔ（２０１１ｂ）研究指出，有４０％的家
庭在购置汽车时没有考虑到未来的燃料成本，并有高达８９％的人低估了此数值。在白炽灯消费市
场，Ａｌｌｃｏｔｔ　＆Ｔａｕｂｉｎｓｋｙ（２０１５）通过随机控制实验研究发现，消费者被告知了白炽灯和节能灯终身
使用年限内的能耗成本信息后，选择节能灯的消费者增加了１２％。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消费者的购
买行为偏差呢？Ａｌｌｃｏｔｔ（２０１１ｂ）认为，能耗品的后期燃料成本是长时间、定期反馈（如每月的电费账
单）和不确定的，计算、思考和获取信息带来的认知、经济成本导致了消费者对后期能耗成本的“注意
力缺失”。Ｇａｂａｉｘ　＆Ｌａｉｂｓｏｎ（２００６）则认为，当期能耗品价格比起后期“附加”燃料价格更加显著。

其二，在能源产品使用上，可得性启发造成消费者对能耗品耗电量的认知发生偏差。Ｃｈｉｓｉｋ（２０１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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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家庭成员会下意识地错把家电能耗和产品体积大小以及使用模式联系起来，如居民普遍认
为冰箱、电脑和电灯等体积大、持续工作或使用频繁的电器耗电最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Ｌｅｓｉ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认为是由于体积大、使用频繁的家电信息更容易被回忆和提取，这种系统性认知偏误会导
致家庭低估高能耗产品的耗电，增加能源消费量。Ｖｏｎ　ｄｅｎ　Ｂｒｏｅｋ　＆ 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１９）在此基础上通过
行为观察和采访调查发现，消费者运用多达２４种不同启发判断家电能耗，这增加和细化了家电能耗
信息认知背景下的启发类型。

（２）主观感受也为决策简化提供了具体途径。相关文献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类：情绪启发（ａｆ－
ｆｅｃｔ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和信任启发（ｔｒｕｓｔ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它们影响消费者对风险－收益的感知，进而作用于家庭
能源技术或产品的投资行为。情绪启发属于直觉判断系统，指个人对事物“好”与“坏”属性的认知会
影响决策过程，如“我们不仅仅看到一个房子，而是看到一个漂亮或是丑陋的房子”（Ｓｌｏｖｉ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４）通过研究情绪对人们接受太阳能和核能技术的影响发现，坏的情
绪体验或负向联想作为中介因子，提高了个人对能源技术的风险感知，夸大了技术对环境带来的消
极结果，并且这种感知程度和技术性质相关：同等损失条件下，相比天然能源（如太阳能），人们对人
为失误引起的自然灾害（如核能）厌恶程度和风险评估等级更高。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Ｓüｔｔ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４）把情绪
分为两类：第一类来源于实验前对新技术的先验印象，第二类则是实验中阅读技术介绍后在决策环
境中产生的情绪。他们发现两类情绪都直接影响实验对象对技术的接纳程度，并发现了以前者为中
介变量产生的中介效应，即对特定技术的先验情绪影响信息解读和认知方式，直接影响消费者决策
时的情绪状态。

就信任启发而言，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２）较早地提出人们选择投资新能源往往是出于对机构的信任，并以
明尼苏达州当地政府推出的居民房屋节能改造项目为例证实了信任对于家庭参与意愿的影响。在
这个项目中，接收到印有政府官员签字邮件的家庭参与率为９．３％，而接收到没有官员签字邮件的家
庭参与率仅为１．７％。后续实证研究进一步说明了信任背后的作用机制。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 Ｃｖｅｔｋｏｖｉｃｈ
（２０００）研究发现，当缺少相关知识时，决策者对组织机构的社会信任与科技的风险－收益的判断有
相关关系（与风险成负相关、收益成正相关），所以会更依赖专家或权威机构。Ｃｖｅｔｋｏｖｉｃ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的研究则从类似情绪启发角度进行了补充，发现公众对核能技术的起始信任度影响对新信息
的诠释，信任度低的人群更倾向于怀疑正面消息。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信任、情绪启发的定义没有
统一的明确结论，作为主观感受，它们之间是否有联系以及有怎样的联系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
回答。有研究发现，信任和情绪同时影响风险和收益认知，情绪的影响作用更强且二者具有高度关
联性，但其因果关系的确定还需后续研究。

总的来看，现有的实证研究大都依靠家庭采访或自我报告的形式来捕捉启发或认知偏见，有
学者提出启发是否导致以及多大程度导致市场失灵和能效差距需要更精准的实证分析（Ｇｉｌｌｉｎｇ－
ｈａｍ　＆Ｐａｌｍｅｒ，２０１４）。借助脑成像等神经经济学方法可以进一步探究启发的本质以及形成的内
在机制，这对回答什么情况下以及什么类型的能源消费者表现出怎样的思考模式等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

２．时间贴现：现时偏见与准双曲线贴现模型。时间贴现是对传统跨期消费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传统经济学认为贴现率不随时间改变，但此假定不能解释为何消费者的选择偏好随时间发生偏转。
行为经济学在指数贴现模型框架下增加了贴现率的时间不一致性并提出了准双曲线贴现模型。现
时偏见（ｐｒｅｓｅｎｔ　ｂｉａｓ）描述了贴现率重要的时间性质，即比起未来消费所带来的效用，人们更加重视
当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Ｓｔｒｏｔｚ，１９５５）。现时偏见具有生物－心理基础，学界普遍认为内在自我控制
力和意志力薄弱的人现时偏见程度更高、更注重即刻满足。行为经济学家后来进一步把现时偏见融
入传统指数贴现模型，提出了准双曲线贴现模型（ｑｕａｓｉ－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标志着现时偏见概念的
公式化和标准化：

Ｕ（ｘ０，…，ｘｔ）＝ｕ０＋β∑
Ｔ

ｔ＝１δ
ｔｕ（ｘ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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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中的参数β和δ分别代表了现时偏见程度和各期贴现因子①。当β＜１时，消费者有现时
偏见，当β＝１时，模型退化为指数贴现模型。准双曲贴现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时间动态不一致性，为
近年来能源消费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众多研究指出，消费者由于存在现时偏见，在能效投资时具有很高的内隐贴现率②，其数值远远
大于当前利率水平，导致消费者低估节能产品的净现值，阻碍了节能品的推广并导致了现有政策失
效。Ｈａｕｓｍａｎ（１９７９）最早研究了能源消费领域的贴现行为，通过分析空调的实际消费和使用数据发
现，消费者每年的平均内隐贴现率高达２５％。Ａｌｌｃｏｔｔ　＆ Ｗｏｚｎｙ（２０１４）也研究发现，汽车消费者会以
约１６％的贴现率低估未来汽油成本。是什么导致了如此高的贴现率呢？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消费
者受到低价诱惑和现时偏见的影响，从而其不愿为将来的能源节约预付较高成本，提高了观察到的
内隐贴现率，并降低了外部性政策的效果。理论方面，Ｇｕｌ　＆Ｐｅｓｅｎｄｏｒｆｅｒ（２００１）提出了诱惑模型
（ｔｅｍｐ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它充分考虑到自我控制问题并假设个人会做出抵制或屈服于诱惑两种选择，其
中抵制诱惑带来负效用。诱惑模型消除了消费者内在短期自我和长期自我的矛盾，从而在理论上解
决了时间不一致问题。Ｔｓｖｅｔａｎｏｖ　＆Ｓｅ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３）第一次把诱惑模型应用到美国冰箱消费市场
中，拟合结果显示，消费者贴现率为１８．６％～３６．３％，接近实际数值。他们进一步指出，消费者由于
受到低能效产品的低价诱惑所以选择即时满足，即使这种选择并不符合长远利益。另外，他们的研
究还发现，消费者因诱惑而对低价能耗品的青睐使得庇古税失去最优效果。类似地，Ｈｅｕｔｅｌ（２０１１）
通过理论分析指出，时间偏好问题会使得征税和标准制定等统一政策带来潜在福利损失，模拟结果
显示，损失金额约为每年１０亿～２０亿美元。

实证方面，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通过多项价目表问卷、认知反应测试等方法综合提取了消费者
时间贴现参数，分别考察了准双曲线模型中现时偏见β和贴现因子δ两个参数对于家庭能源消费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时偏见程度越高，消费者越不倾向于购买节能汽车、进行房屋节能改造、夏
季调高空调温度等能源投资和低碳行为；高贴现率阻碍了消费者对自动恒温器的安装行为，却促进
了节能灯的购买。他们认为可能因为汽车成本比节能灯成本高，购买汽车更需要“冲动消费”的推
动。那么，贴现率或现时偏见对不同价格的能耗品购买影响有什么不同呢？Ｓｃｈｌｅ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沿
袭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调查方法，研究了现时偏见和贴现率对价格由低到高的三种能源投资的影
响，它们分别是ＬＥＤ节能灯、家用电器和房屋改造措施，研究发现，贴现率越高的家庭越不倾向于购
买ＬＥＤ灯和进行房屋节能改造，而其他结果并不显著。

３．损失厌恶和现状偏见。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Ｔｖｅｒｓｋｙ（１９７９）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基于参考点对货币
收益和损失的效用感知是不对称的，损失所带来的效用约是收益的两倍。这是因为损失伴随着懊
恼、沮丧和后悔等负面情绪，它们带来的体验效用构成了效用的一部分（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２００３）。参考点
的存在和人们由于不确定性对损失的厌恶，使得消费者不愿改变当下选择来获得可能的收益，造成
了现状偏见（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ｂｉａｓ），因此可以说现状偏见是损失厌恶的特例或应用。另外，当参考点或现
状是被动给予时，现状偏见也被称为默认效应或锚定效应，即默认设置更受青睐。损失厌恶和现状
偏见的心理特点对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１）损失厌恶一定程度阻碍了家庭对新能源技术的采纳和分时电价政策③的推广。在新能源技
术方面，出于不确定性和损失厌恶，高价格的新能源技术对消费者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潜在损失”，也
意味着政府需要提高补偿力度来平衡其损失。Ｇｒｅｅｎｅ（２０１１）将累积前景理论公式带入蒙特卡洛模
拟结果后发现，因为消费者的损失厌恶（对购车成本效用感知大于燃料收益），燃料经济所带来的开
支节省由原先的＋４５０＄变成了－３２＄。Ｈｅｕｔｅｌ（２０１７）采用彩票和有物质回报的多价目选择问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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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贴现因子指各期效用转换为当下效用值的比例，若贴现率为ρ，则贴现因子为１／（１＋ρ）
ｔ。

内隐贴现率是指通过实际消费行为或观察算出的贴现率。

分时电价政策（ｔｉｍｅ－ｏｆ－ｕｓｅ　ｔａｒｉｆｆ）旨在通过用电低峰期实行低价、高峰期实行高价的方法，督促家庭避免高峰
期用电从而减少能耗，在欧洲普及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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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综合测量了家庭的损失厌恶并从实证角度研究了损失厌恶与节能灯、新型燃料汽车以及能源之
星产品购买行为间的关系，发现损失厌恶和家庭安装节能灯、置换空调和购买新能源汽车负相关，证
实了损失厌恶在家庭能源消费中的存在。作者进一步把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纳入庇古税模型，

对比分析当下政策效果发现，消费者损失厌恶程度越高，意味着更高的补贴力度。这一结论也得到
了Ｂａｒｔｃｚａ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实证支持，他们发现损失厌恶更高的居民在接受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
新能源技术设备建造时会要求更多的补偿。

在分时电价政策方面。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研究了英国具有代表性的２０２０名家庭用户发现，

９３％的用户都具有损失厌恶，损失厌恶显著阻碍了居民对分时电价政策的采纳。其中，损失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损失。相对于低峰期用电获得的财政节省，家庭更“厌恶”因为行为惰性无
法避开高峰用电带来的多余损失。二是用电时间的自主性损失。接受分时电价意味着家庭改变固
有的用电习惯和时间段。另外，现有的研究大都采用彩票问题或多项价目表来测量损失厌恶，其局
限性在于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内容、类别以及感知方式，导致研究得出模糊甚至相反的结论。例如，

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研究了损失厌恶对农民购买和使用家电的影响，认为损失指产品的长期电费成本而
不是购买成本，得出了损失厌恶反而促进低碳产品购买的结论。由此可见，参考点的确定具有重要
意义，它决定了消费者如何衡量能效投资中的利益得失。Ｋｓｚｅｇｉ　＆Ｒａｂｉｎ（２００６）针对此问题提出，

参考点是个体建立在历史经验数据之上的理性预期值，但其结论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探析家
庭能源消费者对损失的定义是短期价格成本还是长期的能耗支出，消费群体异质性对其参考点的确
立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２）现状偏见、默认效应和锚定效应阻碍家庭改变现有的能源选择和行为习惯。Ｂｒｅｎｎａｎ（２００６）

研究发现，现状偏见造成了美国和英国家庭用户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电力供应商，即使市场上出现更
绿色、更低价的电力公司。ＭｃＣａｌｌｙ（２００６）则设置了对比实验来验证锚定效应在洗衣温度设定上的
作用，发现洗衣机的默认温度被调低后，使用者节省了２４％的能耗，认为当下洗衣温度的默认设置扩
大了能效差距。Ｐｉｃｈｅｒｔ　＆Ｋａｔｓｉｋ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１１）也研究发现，现状偏见导致消费者自我报告和实际
行为间存在矛盾，民意调查中高达５０％～９０％的消费者会选择新能源，甚至愿意为此付出部分额外
费用，而实际选择绿色电能的人数却不足５％。Ｄｅ　Ｌｏｎｇｃｈａｍ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研究发现，手动通风的行
为习惯（如开窗）导致家庭在房屋节能翻修后热量的迅速流失，降低了房屋的隔热保温性能，进而增
加了用电，而由于行为惰性的原因，这种现状很难改变。总的来看，家庭能源消费者对于现状的坚持
和对短期以及不确定情况下的损失厌恶扩大了能效差距，当前的能源政策由于忽视了消费者这些行
为特征而导致效果不佳。

（二）社会互动
有限理性描述了家庭消费者在决策时受认知有限、自我控制问题和损失厌恶等个人理性约束下

的行为，而社会互动则强调除了市场机制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消费者行为和偏好造成的影响。

社会规范和同群效应是社会互动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社会规范指多数人的或被多数人所赞同的行为
（Ｃｉａｌｄｉｎ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社会规范产生同群效应，即个人出于维持人际关系和自身形象的原因，在感受
到群体压力时会选择遵同，遵同行为有利于提升个人对自身行为的适宜性评估和基于参考群体的身
份归属感（Ｓｃｈｕｌ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社会规范可进一步分为描述性规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和指令性规
范（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前者代表大多数人的行为；后者代表社会或他人对某种行为的评价或期望。

在家庭能源消费领域，已有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互动可以促进公共低碳行为和新能源技术的扩
散，涉及家庭购电和用电、太阳能光伏系统（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ＰＶ）投资、出行方式的选择以及房屋节能
改造措施等多个领域。总的来看，既有文献基于显示性偏好和陈述性偏好主要分为两类。

１．采用显示性偏好方法的研究。此类研究基于客观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工具，

通过分析新能源设备在一定区域内的安装或购买数量的动态变化来识别同群效应。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
Ｇ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１２）第一次实证考察了同群效应对ＰＶ在城市间传播中的作用，他们将邮政编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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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域划分标准，发现同一区域内已经安装的ＰＶ数量明显促进了新的ＰＶ安装数量。Ｇｒａｚｉａｎｏ
＆Ｇ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１４）进一步总结了ＰＶ在城市间的传播规律：以点为中心向周边成波浪状扩散，而
且ＰＶ在小城市比大城市的扩散程度高、速度快。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小范围集中的互动行为提升了
新技术的可见性（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ｚｉａ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用详细的街区社群数据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ＰＶ安
装数量，以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等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辨识了同群效应的时空溢出性。不同的
是，他们发现同群效应跨越城镇限制而促进新技术扩散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其持续时间较短、涉及范
围较窄。由于显示性偏好方法不涉及消费者的主观感受或行为报告，因此以上研究无法识别同群效
应的产生原因以及作用机制。

２．采用陈述性偏好方法的研究。陈述性偏好方法是通过问卷或访谈调查家庭的观念、行为、态
度或偏好等主观数据，研究内容上侧重对社会规范的作用机制分析。已有研究指出，社会互动主要
通过规范性影响（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和信息性影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两种途径作用于消费
者：（１）规范性影响，即周围朋友、邻居或亲人的低碳行为对个人行为和决策产生的正向规范性作用。
首先，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都促进新能源技术的扩散。Ｋｏｒｃａｊ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研究了影响德国家庭

ＰＶ安装行为的因素，分别设计了３个描述性规范选项（如我的邻居大都安装了ＰＶ）和４个指令性规
范选项（如我感觉我有义务安装ＰＶ；我的邻居会希望我安装ＰＶ），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规范是影响家
庭购买ＰＶ的主要因素之一①。Ｃｕｒｔｉｕ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在Ｋｏｒｃａｊ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解释描述性规范
和指令性规范都提高了消费者对于ＰＶ的购买意愿，且前者作为中介因素强化了后者的正向作用。
其次，有研究发现社会规范还会通过影响个人规范②或道德规范进而影响节能行为。Ｗｉｔｔｅ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使用改进后的规范激活模型研究了安装ＰＶ家庭的低碳行为，并以２０１２年为界把家庭分为
两组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对２０１２年后的样本来说，社会规范明显促进个人规范的形成和家庭低碳行
为，而另一组的统计结果不显著。作者认为背后原因是２０１２年后低碳理念的盛行导致其社会影响
增大。最后，部分研究探讨了两种规范的作用大小和联系，但结论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个人规范对
行为的决定作用比社会规范更明显、更深层次，二者同时存在时，个人规范起决定性作用；而Ｅｌｍｕｓ－
ｔａｐｈ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却发现添加了个人规范控制变量后，社会规范的环保作用不减反增，得出了相反的
结论。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学概念过于庞杂、定义不明晰，个人和社会规范概念难以区分、测量和识别
方法的不统一。（２）信息性影响。除了行为规范，社会互动还为消费者提供了他人使用评价、技术性
反馈等信息，降低了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信息分享、交流不仅对消费者安装新能源设备具有积极影
响，而且信息渠道的可信度决定着消费者对信息内容的吸收程度。Ｓｏｕｔｈｗｅｌｌ　＆ Ｍｕｒｐｈｙａ（２０１４）基
于美国能源知识和行为调查数据衡量了社会互动带来的技术信息和知识流动，发现它们明显带动了
消费者的房屋节能改造措施。他们也提出社会网络的溢出效应不仅在知识层面，其具体作用和可能
路径都需要进一步分析。

总的来看，从社会互动视角考察家庭能源消费还需要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基础科学的进一步
发展，特别是概念定义和测量方法方面。另外，现有研究基本使用单一的显示性偏好方法或陈述性
偏好方法考察社会互动，有机地结合两种方法、结合主观和客观数据可以更好地预测消费者行为，为
制定新能源技术推广政策提供更精确、更有效的指导。

三、行为视角下的家庭低碳消费推进政策研究

充分认识能源消费中家庭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干预的行为和心理基
础，基于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国家贡献了大量的政策经验和效果评估研究。如Ｔｈａｌ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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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ｒｃａｊ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利用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主观规范概念，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意愿由态度、主观
规范（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和知觉行为控制共同决定（Ａｊｚｅｎ，１９９１），其中学界普遍认为主观规范等同于社会规范。

个人规范最早由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７７）在其规范激活理论中提出，它是基于内在价值观，通过自我提升或自我贬低
的评估过程形成的对自我行为的期望或约束，个人规范来自对社会规范的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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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在其著作《助推》（Ｎｕｄｇｅ）中提到安装红色能耗警示灯提醒家庭实时用电变化后，家
庭在用电高峰期减少了４０％的电能消费。他们认为除了价格调整等大规模、高成本政策，政府可以
采取选择架构（ｃｈｏｉ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在不影响个人自由选择的前提下，运用其行为、心理特征，矫正
和干预消费行为，这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干预措施（Ｔｈａｌｅｒ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３）。“助
推”式政策和“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提出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极大重视，一大批学者投入到
设计和评估“助推”式政策研究中。总的来看，这类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能源消费环境干预；

另一类是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干预。其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消费者的行为特征，通过引入能源标签、

重构信息呈现方式和提供规范性信息反馈等方式引导消费者低碳消费；后者则试图通过提供教育或
支持性工具提高家庭的能源素养，消除不利于节能减排的行为偏差或行为习惯。

（一）能源消费环境干预

１．引入能源标签。既然能源消费者受启发影响，例如通过显著信息或内在情绪感受简化决策，

那么把产品的能耗节省这一关键信息以数字和图解形式生动表达是否有利于其正确决策呢？围绕
着此问题，许多学者着手设计不同形式的标签信息，并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来评估其效果。

已有研究发现，消费者解读标签信息时存在偏误和注意力缺失，导致当前市场中强制性能源标
签的效果不佳。Ｗａｅｃｈ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ａ）考察了能源标签中能效信息（由字母和颜色表示，如Ａ＋＋绿
色）和能耗信息（数字表示，如７２千瓦时／年）对消费者的影响，发现购买者倾向于关注前者而忽略后
者。他们指出高能效评级会扭曲消费者对于大功率、高能耗产品的耗电成本认知，导致高能耗产品
的过度消费。Ｗａｅｃｈ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ｂ）在此基础上通过眼动追踪技术研究发现，相对于能效信息，消费
者在能耗信息上观察时间更长。他们认为这表明数字信息处理模糊、认知和整合难度大，而简单、显
著的字母和颜色标识触发了凸显效应和情绪共鸣，加速了消费决策。于是，他们建议给能耗信息按
颜色或数字等级编码。Ａｎｄ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受到 Ｗａｅｃｈｔｅｒ等的启发，以成本金额代替原有的能耗信
息，发现凸显后期运营成本可以有效平衡消费者对能效信息和能耗信息的注意力分配，从而更理性
地做出决策。另外，他们还认为当下能效评级范围过窄，消费者对Ａ＋和Ａ＋＋＋的区别认识不足，建
议扩大等级范围至Ａ－Ｇ。

在认识到现有能源标签的局限性后，有研究针对消费者行为特征设计了不同形式的能源标签，

并着力验证这些新的能源标签的引入能否有效降低消费者内隐贴现率和促进节能产品的投资。

Ｎｅｗｅｌｌ　＆Ｓｉｉｋａｍｋｉ（２０１４）通过选择实验和随机控制实验研究发现，信息不足会提高消费者贴现力
度，以货币形式表示能耗节约的标签能有效缓解消费者对节能产品的低估。Ｍ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也研究
发现，未来运营成本信息的提供降低了消费者内隐贴现率近５倍，使消费者更加重视未来成本与收
益。Ｈａｒｄｉｓ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认为消费者在购买能耗品时存在“长期成本最低”的潜在目标，但会受到启
发式思考的阻碍，如何激活这一目标是关键。于是，他们设计了“１０年能耗成本”的信息标签来凸显
产品的长期损失，发现它成功触发了消费者的长期目标并促进了节能产品的消费。Ｎｉｅｄｅｒｂｅｒｇｅｒ　＆
Ｃｈａｍｐｎｉｓｓ（２０１８）从信息处理的复杂度出发，设计了能效分数和能耗成本节省两种信息标签，研究发
现，前者简单、直接的特性引起消费者冲动式决策风格，后者由于认知费力而导致斟酌式、冷静式决
策风格。他们还进一步考察了两种信息在不同购买环境中的作用是否具有差异，研究发现，相比有
计划和条理的购物，人们在紧张、迫切心情下决策时，由于忽视或低估标签信息，将减少节能投资行
为。究其原因是，能源分数虽然显著，但对于紧张不安的消费者，其信息过于模糊可能会起到反作
用，而表示能耗成本节约的具体数字反而能让消费者感到“踏实”。

２．重构信息呈现方式。由于家庭表现出现状偏见和损失厌恶行为，重构信息的呈现方式也相
应分为默认设置和损失架构（ｌｏｓｓ　ｆｒａｍｉｎｇ）两种。（１）默认设置。所谓默认设置是指通过把“绿色选
项”设置为默认选项使其产生锚定效应，而这种效应又进一步会被消费者简单思考的倾向（启发）加
固，迫使消费者思考是否选择退出而不是加入。Ｐｉｃｈｅｒｔ　＆ Ｋａｔｓｉｋ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１１）通过自然实验和实
验室对比实验研究发现，能源信息以默认方式呈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当绿色电能（非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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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默认选项时，更多人选择了绿色电能。他们认为现实环境中灰色电能（非环境友好）的默认设
置导致了家庭不倾向选择新的能源类型，而且出于禀赋效应，家庭放弃灰色能源时会索要高补偿。
同样，Ｄｉ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也研究发现，当白炽灯设置为能源消费者的默认选项时，其被选择的概率增
加了一倍，并从认知成本、禀赋效应和参考依赖多角度给出了解释。ｌａｎｄｅｒ　＆Ｔｈｇ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４）研
究了默认设置对家庭是否选择新的电网政策的影响，发现默认效应会增加２０％的参与率。不过有学
者指出，默认设置的本质相当于牺牲了个人的部分利益换取了社会的长期利益，其伦理正当性、合法
性需要进一步讨论。

（２）损失架构。从损失角度构建信息能够激发消费者损失厌恶心理，促进低碳政策提倡的目标
行为，因为损失信息的描述方式比起收益更显著，而且损失会激发负面情绪。Ｙａｔｅｓ（１９８４）发现以财
富损失的方式陈述收益更能激励家庭选择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和使用隔热毯，但其效果受个人态度和
产品成本影响。Ｇｏｎｚａｌｅ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用准自然实验方法验证了信息的框架效应对促进家庭节能翻
修的作用。其中，处理组家庭接受“损失”信息，即不采取措施所造成的财务损失，控制组接受“收益”
信息，即采取措施带来的财务节省，研究结果发现，处理组６０％的家庭选择了节能翻修而控制组仅有

３９％。Ｏｂｅｒ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５）研究发现，除了财务损失，以悲观态度描述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
等宏观问题也起到类似的作用，进一步拓宽了损失的心理定义和认知范围，并提出损失可以提升信
息的显著性。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承认损失信息具有显著性并从情绪角度进行了补充，认为损失架构
激起人们恐惧、愤怒的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容易触发回避行为。近来脑成像技术也进一步揭示，大脑
对损失和收益的处理区域不同从而导致了损失厌恶。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通过对比实验却发现，损失信息和收益信息对居民是否采取分时电价政策
没有显著差异，这似乎验证了Ｙａｔｅｓ（１９８４）的观点，即损失角度的信息对成本高的产品（或措施）影响
有限，甚至会造成消费者怀疑和不信任。如Ｄｈａｒｓｈｉｎｇ　＆ Ｈｉｌｌｅ（２０１７）就研究发现，自控力低下、性
格冲动的居民对损失信息持更高的怀疑态度。总之，未来损失信息的政策设计要注重目标行为的风
险水平、干预对象的个人特质和参考点的适当选取（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３．提供规范性信息反馈。规范性信息反馈是“助推”政策中应用最广泛、作用最显著同时也是
被研究最多的政策干预形式。其主要思想是通过邮寄参考群体的电费账单，使社会规范显著化、具
体化和个人化，借助同群效应督促家庭减少用电。Ｓｃｈｕｌ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设计了两个实地实验分别证
明了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对促进家庭节约用电的影响。在第一项实验中，他们把某社区内所有
家庭用户的月平均用电量和各个家庭自身用电量以报告的形式寄送到居民手里，研究结果发现，描
述性规范明显降低了高能耗家庭的用电，但同时也提高了低能耗家庭的用电，证实了回返效应
（ｂｏｏｍｅｒａ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①的存在。但他们在第二项实验中随即发现，给表现良好家庭的报告单上印有
“笑脸”有助于消除回返效应，认为指令性规范的正向反馈巩固了家庭的节能行为。在Ｓｃｈｕｌｔｚ等实
验的基础上，Ａｌｌｃｏｔｔ（２０１１ａ）和Ａｙｒ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在美国ＯＰＯＷＥＲ公司“家庭能源账单”（ｈｏｍｅ　ｅｎ－
ｅｒ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ＥＲｓ）项目的帮助下进行了随机控制实验，进一步扩大了实验样本，延长了实验时间，
均发现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在削减电能和天然气消费方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以上研究表明，
相比大规模调整电价，低成本的报告单等非价格干预手段就可以有效督促家庭低碳行为。

上述研究证实了两种规范性信息都对家庭低碳消费起着积极作用，后续研究从多角度进一步考
察了影响规范性信息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１）家庭异质性。Ｋｏｍａｔｓｕ　＆ Ｎｉｓｈｉｏ（２０１５）通过考察家
庭能源账单对不同日本家庭的作用差异发现，能源账单对人数多、外向和宜人性高②的家庭以及女
性效果更明显。Ａｎｄ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研究发现，碳排放量和电能消耗量低的欧洲家庭对 ＨＥＲｓ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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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指描述性规范信息反馈使能耗低于“标准”的家庭提升用电量，可能会造成政策加总效果不显著。

宜人性（ａｇｒｅｅａｂｌｅｎｅｓｓ）是心理学量表基本结构中“大五类人格特征”（Ｔｈｅ　Ｂｉｇ　Ｆｉｖｅ）的五大核心要素之一，代表
了一个人对他人情绪的感受性，愿意相信别人、帮助别人并从中获得满足的能力。高宜人性说明一个人真诚、礼貌、

充满同情心、乐于助人，慷慨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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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而此类政策对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高能耗国家更有效。Ａｌｌｃｏｔｔ　＆Ｋｅｓｓｌｅｒ（２０１８）调查了家
庭对于继续ＯＰＯＷＥＲ项目的支付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ｙ，ＷＴＰ），并以此标准衡量了家庭能源账单的
福利效果，研究发现家庭的 ＷＴＰ有较大的差异性。为此，他们设计了机器学习算法程序识别了有
效目标，认为此技术可以把当前福利水平翻倍。（２）规范性信息的内容。Ｍｉｄ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３）研究发
现，反馈信息中被参考的家庭背景信息（如人口数量和居住房型是否一致等）决定了比较型信息反馈
的作用大小，认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家庭和比较对象间的关联度。Ｎｏ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研究发现，描述性
规范的表述方法和信息内容是关键，在报告单上印有“你所在的社区”或“你的邻居”字样会增加此信
息的个人关联度，从而提高家庭的节能行为。类似地，Ｂｅｒｇｑｕｉｓｔ　＆ Ｎｉｌｓｓｏｎ（２０１８）研究发现，规范距
离（规范行为与个体行为间的距离）与规范性信息的作用大小成反比，即距离近、实现难度低的规范
行为效果好而距离远、实现难度高的规范行为效果差。（３）时间跨度和作用机制。Ａｌｌｃｏｔｔ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１４）通过研究家庭能源账单项目中长期干预和短期干预对家庭行为作用的异同发现，短期干预初
期效果明显，但持续时间短并伴随频繁的回弹效应（ｒｅｂ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即家庭接收账单后会立刻恢复
原先的用电水平），长期干预效果持续时间更长。他们猜想这是因为短期和长期下形成的作用机制
不同：短期的能源账单只有提示的作用，一旦这种刺激被淡忘或停止，则个体会恢复到原有的行为状
态；长期作用下，家庭获得了习惯资本（如节能习惯的养成）或实体资本（如能耗产品的购买）。在此
基础上，Ｂｒａｎｄ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研究了实体资本和习惯资本两种传导机制，发现ＯＰＯＷＥＲ项目实施期
间更换住户后家庭的用电情况与全样本用电情况类似，从而排除了行为习惯的影响，认为家庭的实
体投资是项目作用持续的重要原因。

（二）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干预
相关研究识别了影响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偏差程度的因素：（１）教育。低学历群体在消费过程中

更容易冲动消费、短视和忽视能耗信息。Ｎｅｗｅｌｌ　＆Ｓｉｉｋａｍｋｉ（２０１５）通过考察影响时间贴现的因素
发现，拥有本科文凭的人比低学历者的贴现率平均低１３％～１４％，说明文化水平低的人群低估未来
收益的程度更高。Ａｌｌｃｏｔｔ（２０１１ｂ）认为良好教育可以降低消费者的心理认知和计算成本。（２）能源
素养。能源知识丰富、节能和环境意识强、金融投资素养高的个人表现出更理性的能源消费行为。

Ｂｒｏｕｎ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研究发现，由于能耗意识欠缺和投资意识薄弱，４０％的实验对象不能做出正确的
能效投资决定，甚至有消费者完全不关注家电能耗量和能耗支出。Ｂｌａｓ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ｂ）在控制了教
育变量因素后，通过考察能源和投资素养对电能消费影响发现，两者的提高均可减少家庭低效用电
行为。关于教育和能源素养，有研究指出是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能源素养的高低和教育没
有必然联系（Ｂｌａｓ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总的来说，教育和能源素养是影响个人或家庭行为偏差最主要的
两个因素。

在明确了上述影响因素后，实证研究发现，通过提供教育项目和支持性工具，可以有效提升居民
的能源素养，促进家庭低碳消费。早期实证研究主要通过提供能源教育知识项目，以对比实验的方
式考察教育的作用，如Ｚｏｇｒａｆａｋ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研究发现，学生和家长在接受能源教育项目后表现出
了更多理性的能源消费行为，减少了能源浪费，而且学生群体的节能意识和素质的提高具有溢出性，

会间接影响朋友、家长甚至邻居，学生作为未来能源消费的主力军，也是能源教育政策的主要对象。

近期研究主要以Ｂｌａｓｃｈ等人做的系列实验为主，他们侧重考查教育和能源素养具体怎样影响消费者
的能源决策并识别了有效的干预手段。Ｂｌａｓ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做了对比实验探析如何最有效地提高消
费者的能源素养，他们分别设计了两种干预：一是为实验对象放映幻灯片讲解能效投资和计算方法；

二是提供复利计算器。研究结果发现，两种处理都明显提升了消费者选择节能产品的比例，但第二
种干预效果更明显，因为复利计算器的使用降低了个人决策的思考成本和任务复杂度。他们认为，

投资素养越高的消费者，越能通过计算识别终生成本最低的家电，且更少依赖启发式决策。教育的
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辨别成本－收益最佳的能耗产品，而工具的提供则加速和巩固了这一辨别过程，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仅仅完善能源产品信息的作用有限（如Ａｌｌｃｏｔｔ　＆Ｔａｕｂｉｎｓｋｙ，２０１５）。其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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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领域早有研究注意到支持性工具的重要性，人们无法做出理性选择往往不是自身意识、素质
或能力问题导致，而是由于情境障碍（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例如，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的实验研究发
现，仅仅通知学生接种破伤风疫苗的消息，其接种的积极性并不高，而在提供了标有接种医务室位置
的学校地图和路线规划后，学生接种的比例明显增加了，即使两种情景下学生都“理性”地明白接种
的重要性。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地图工具的提供减少了情景障碍，推动了学生的理性行为，复利计算
器的作用也类似。近年来也有研究证实，家庭能源显示器（ｉｎ－ｈｏｍ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ＨＤ）对促进家庭节能
起着积极作用，它和家用的智能电表相连，置于室内，实时显示各个家电在各个时段的总用电量和分
用电量变化。这一技术充分将用电量显著化，从而提醒居民节约用电，克服了用电量难以可视化的
障碍。

现实中，居民能源素养的提升和培养往往需经过教育体制的长期投入，虽然影响深远持久但见
效慢。所以，在提升消费者个人素质消除行为偏差的同时，结合支持性工具等“助推”式方法，将是政
府干预家庭低碳行为的首选方案。而且，进一步探讨在家庭低碳消费环境中有哪些其他障碍以及如
何消除这些障碍，也有重要意义。

四、总结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高度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性，“绿色发展”

理念更是被写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任务非常紧迫。而我国家
庭能源消费研究进展远远落后于家庭能源需求的增长趋势，亟须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从行为角度考
察我国家庭能源消费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高效、低成本、见效快的非价格能源消费干预政策来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

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为家庭低碳消费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角度、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受
到有限理性和社会互动的影响，家庭和个人会展现出启发式思考、时间贴现、损失厌恶、现状偏见以
及遵同等心理以及行为特征。实验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兴起，为研究者从微观、宏观角
度实证考察这些行为特征以及它们如何导致能源消费现状提供了可能。研究发现，在宏观价格调控
和补贴等政策下，能源消费者因为有限理性，依然不能正确投资、践行低碳行为，导致次优政策效果
和潜在财政损失。随着绿色、低碳理念的普及，社会互动和同群效应则促进了新能源的推广和家庭
节能行为的正向传递。基于此，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低碳推进政策开始实现从统一标准政策到微观主
体行为校准式、干预式和助推式政策的转型。例如，引入能源标签、重构信息呈现方式，利用消费者
有限理性的心理特征引导其行为决策；提供规范性信息反馈，激发家庭向低碳、环保等社会规范遵同
的行为模式；提供教育和支持性工具提升居民能源素养，帮助居民自我识别成本最低的节能产品，从
而在根本上减弱或消除行为偏差。这些研究经验和结论为我国节能减排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借鉴。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居民生活和交通能源需求也开始呈现上升姿态，以北京为例，交通
运输能耗和生活能耗已占总能耗的４０％，而我国现有的能源政策主要聚焦于增强能源持续供给、促
进能源行业体制改革以及化解重点领域产能过剩等宏观问题。我国新能源产业还在起步阶段，存在
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分配不均等问题。因此，如何从居民需求端削减能源消费、提升新能源消费比
例，对我国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和研究方向：（１）利用眼
动技术、选择实验等先进的实验经济学和认知经济学方法，理解家庭能源消费者行为特征，进而改善
能源消费环境、促进消费者对节能品的购买。比如，能源标签在我国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少有研
究实证考察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消费者“如何解读”以及“是否正确解读能源标签信息”问题的
研究更是空白。只有全面、清晰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为政策干预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也
才能充分实现预期效果。（２）充分利用社会规范和同群效应的正向反馈机制，提高新能源技术在社
区中扩散的可见性和可识别性。发挥社区新能源组织和社区意见领袖的带头作用，把规范性信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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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节能宣传标语和新能源推广信息中，结合损失厌恶和现状偏见等心理特点进一步增强其说服和带
动效果。（３）提升全民能源素养和教育水平。培养居民，特别是学生的节能环保和投资意识，在学校
开设相关的能源知识课堂并定期提供反馈、监督，保证其效果。另外，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明显，
能源消费量在城镇和农村中分配不均，微观主体的行为特点和互动方式也有较大差别。比如，农村
家庭的文化水平、节能意识和能源素养较低，短时间内通过节能教育等干预手段难以达到目的，但农
村中的社区网络复杂、家庭联系紧密，居民更容易通过行为模仿和口头交流等方式促进太阳能热水
器等新能源技术的扩散和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干预能源消费环境、提升节能意识的方法对于城镇
家庭来说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城镇家庭受教育程度高，通过改变能源消费环境和信息呈现方式激发
和促进其节能行为所需的认知成本相对较低，如为高价节能的家电添加能耗支出节省信息，凸显决
策的长期收益结果。虽然城市家庭的社区联系较为松散，但城市学校往往具有较为先进的教学条
件、设施和理念，可以借此设计参与性强、趣味性高的节能活动和讲座，注重对学生早期的节能意识
培养，充分利用同群者之间模仿、攀比的行为和心理特征，构建和强化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家长
之间的多重正向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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